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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历史演进与述评

———技术选择背后的制度变迁

路军伟　李海石　马威伟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受托责任是政府财务报告的基石,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的历史演进取决于受托责任要求的发展变

化,而受托责任则根植于一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因此,超越单纯技术视角的评价,以制度环境为逻辑起点建立分

析框架,观察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的历史演进,将能揭示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发展变化的深层次

原因.研究发现,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的历史演进折射出制度环境的深刻变化;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

府现行的以“权责发生制”和“政府层面合并财务报表”为技术特征的报告模式,都是新政府会计秩序所输出的技

术结果.然而,由于政府会计秩序形成的基础不同,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的新财务报告模式实施效果具有

差异.这些发现对当前我国建立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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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独立发展演变.其中,州与地方政

府现行财务报告模式由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１９９９年颁布的第３４号准则«州与地方政府基本

财务报告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确立;联邦政府现行财务报告模式主要由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

(FASAB)２００３年颁布的第２４号准则«用于美国政府合并报告的特定准则»确立.但是,它们都出现

了“类企业会计”的技术特征,即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以及编制“政府层面的合并财务报表”.实际

上,早在２００多年前,美国时任总统杰斐逊就希望联邦财务能像商人账簿那样清晰易懂,以便每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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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员、公民都能够看懂它,并对滥用职权情况进行调查,以更好地控制它[１].此后,用企业会计的技

术方法改造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一直是美国会计职业界和学术界的夙愿[２].那么,这两项企业会计

运用已久的技术,为何直至２０００年左右才被分别引入到联邦政府以及州与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之中

呢? 对此,陈立齐认为,美国政府会计改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技术知识是改革进程的必要条件,但
不是充分条件,必须有受托责任的要求才能引发技术知识的运用[３](P４３).换言之,美国政府会计与财

务报告的变革并非是技术的创新,而是对技术的选择和运用,“受托责任的要求”才是推动美国政府会

计与财务报告变革的关键性原因,因此,单纯从技术视角评价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历史演进并不具有

太多实质意义.而受托责任根植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制度环境[４].因此,将美国政府财务

报告技术特征的历史演进过程置于以制度环境为逻辑起点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行观察,将能够揭示美

国政府财务报告历史演进与变革的深层次原因,这对当前我国建立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具有重要启示.

二、基于制度环境的简单分析框架

受托责任是政府财务报告的基石[５],而受托责任则根植于特定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

制度环境.因此,考察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的历史演进应以制度环境为逻辑起点.就政府财务报

告而言,与其相联系的制度环境包含“民主政治”和“市场机制”两大内核部分及其他因素[６],前两者是

产生受托责任要求的根本性因素.从政治层面来说,在政治民主国家,政府与选民之间存在公共权力

的受托责任关系,选民授权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政府运转须由纳税人提供财务资源予以支持,
由此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存在财务资源的受托责任关系.如果将选民、纳税人以及公共产品与服务的

接受者合称为“公民”的话,政府与公民之间便存在受托责任关系[７],政府应当向公民提供财务报告以

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这建立在公民“有权知道”(righttoknow)的政治理念基础之上.通常情

况下,政府仅依靠税收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所以,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
政府往往要通过发行债券或贷款等方式获取相应财务资源.此时,政府与债权人之间也就存在财务

资源上的受托责任关系,政府应向债权人或债券投资者提供财务报告以满足他们的决策需要,这建立

在债权人或债券投资者“需要知道”(needtoknow)的市场逻辑基础之上.从理论上说,应是这两组

受托责任关系决定了政府财务报告的发展变化,如图１所示.路军伟、田五星更直观地将这两大驱动

因素归纳为“政治伦理”和“市场逻辑”[８].

!

"

#
$
%

&

'

()*+

,-./01① ,-./01②

()*+

0456 0456

图１　基于制度环境的简单分析框架

然而,就推动政府财务报告的变革而言,图１中的两组受

托责任关系是基础而非直接诱因.这是因为:(１)公民与政府

之间是整体上的受托责任关系[６],公民对政府的控制机制为投

票机制,因此,任何公民的个体行为对政府的影响甚小[２],并往

往会在政府财务报告变革问题上保持“理性的无知”.(２)债权

人与政府之间单独建立受托责任关系,且存在“用脚投票”的退

出机制,因此,理论上债权人对政府财务报告变革的影响相对

较大.但是,考虑到政府天然具有征税的权利,个体债权人通常也会基于成本效益考虑,在政府财务

报告变革问题上保持“理性的无知”.(３)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通常情况下不会主动进行财务报告变

革.因为,披露信息意味政府出让权力,政府不会自愿披露比公众需求或他们感兴趣的更多的信

息[４].总之,如果在没有其他诱因的情况下,上述三点原因会使政府财务报告的变革进程缓慢甚至停

滞.然而,如果制度环境中出现能够唤醒公民、债权人等“委托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并带给政府压

力的因素,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变革往往就会启动,德国学者Lüder将这些因素归纳为“刺激因素”,
如财政压力、财务丑闻、资本市场等[９].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关键组织”的适时出现,对于推动政府财

务报告的改革也不可被忽视[８].总之,政府财务报告的变革除需要图１中两组受托责任关系以外,还
需要相应的“刺激因素”和“关键组织”①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公民和债权人作为两类不同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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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提供者,其目标函数和信息需求将有所不同,由于政府编制通用目的对外财务报告存在成本约束,
两类委托人的财务信息需求存在潜在的冲突② .由此,本文基于制度环境中的两大内核部分构建了

如图１所示的分析框架,用于后文对美国政府财务报告技术特征历史演进的观察和分析,挖掘政府财

务报告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三、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历史演进与动因分析

(一)州与地方政府

在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１９９９年发布第３４号准则为州与地方政府建立“双重”报告模式

之前,州与地方政府的财务报告依次经历了基金模式(进步时代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和“金字塔”
模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至１９９９年).关于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模式的演变,李蕾、曹雨露及刘

笑霞等从技术层面做过评述[１１][１２].然而,美国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模式的历史演进更折射出制度

背景的深刻变化.

１．基金模式.基金是独立的财政主体和会计主体,是按照法律法规、预算或其他合约等设定的具

有特定用途的资金.基金模式在技术层面上表现为以单个基金及账户组为报告主体,以现金制和修

正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的财务报告方式.基金模式产生于美国进步时代的市政会计改革.在此轮

改革中,许多市政府采纳了经过“基金会计”和“预算会计”改造后的“类企业会计”(businessＧlike)技
术,并以基金作为报告主体,这标志着基金模式的开始.然而,为什么州与地方政府会在进步时代进

行会计改革并选择以基金作为会计和报告主体呢? 在进步时代,美国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

型时期,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各地市政府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不力和官员的贪腐行为使地方政

府面临信任危机[１３].而市政会计的落后和混乱被看作是政府效率低下和官员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成为诱发市政会计改革的“刺激因素”③ .一开始,这场改革呈现出零散的点发式,如芝加哥等地的

商人行业协会雇佣注册会计师揭示市政财务弊端并提出建议.后来,逐渐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有组

织的改革运动.１９００年,全国市政联盟(NML)设立了统一会计方法委员会(CUAM)来改善市政会

计实践,并试图统一会计方法,消除不同市政会计之间的差异.因此,CUAM 成为推动当时市政会计

改革的“关键组织”,在推行基金模式上功不可没.然而,在进步时代,不少职业界人士呼吁政府采用

权责发生制基础以及编制政府层面的合并财务报表,而为什么这次改革选择了以基金作为会计与报

告主 体 了 呢? 笔 者 认 为,这 是 由 “政 府 → 公 民”这 一 受 托 责 任 关 系 中 委 托 人 的 特 点 决 定 的.

Zimmerman认为,委托人是否会利用财务信息监督代理人,取决于监督所获取未来收益的独享程度

(concentration)和贴现能力(capitalization)[２].公民是理性的经济人,其利用政府财务信息监督政府

需要花费成本,由于“政府→公民”是整体上的受托责任关系,个体公民利用财务信息监督政府所获取

未来收益的独享程度和贴现能力均较低.因此,在这一个受托责任关系中,作为委托人的公民并不需

要职业界所倡导的“权责发生制基础”以及“政府层面的合并财务报表”,取而代之的技术选择是具备

自控制机制的“基金会计”和“预算会计”,它们能分别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确保政府履行将财务资

源用于法律法规、预算或其他合约指定目的的合规性受托责任.以基金作为会计与报告主体的模式

是解决公民既没能力也没精力监督政府,又想降低代理成本的最佳的技术手段.所以,基金模式是政

治力量推动州与地方政府会计改革的结果,契合了“政府→公民”这一受托责任关系的特点.

２．“金字塔”模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逐渐由基金模式演变成“金
字塔”模式.从技术角度来看,“金字塔”模式是基金模式的升级版.在“金字塔”模式下,政府披露的

财务报表呈“金字塔”型,自下而上分别为单个基金及账户组的报表、按基金类型编制的联合财务报

表、通用财务报表(汇总报表)、高度浓缩和概括的财务情况总表.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州与地方政

府财务报告由基金模式演变成“金字塔”模式了呢? 这是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美国许多城市出现的

债务危机引起的.１９７５年纽约市因债务违约而破产,人们普遍归咎于两点原因:(１)州政府所赋予的

异常的自由借款权;(２)令人费解的预算和会计程序[２].在这次债务危机中,州与地方政府的会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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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再一次被推向前台.其中,最为职业界和学术界诟病的问题是:(１)会计核算基础混乱,即不同类型

基金和不同会计要素采用不同核算基础,致使会计信息扭曲;(２)以基金为主体的报告模式将“政府”
整体肢解得支离破碎,致使政府无法披露一幅完整的财务状况图景.由此,职业界再次主张引入权责

发生制基础以及在基金报表之外提供能反映“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合并财务报表.然而在这次债务

危机之前,市政财务官协会(MFOA)④ 站在维护“政府”利益的立场,始终以各种技术性理由反对采用

权责发生制以及编制政府层面合并报表[２].但在严重债务危机的气氛下,迫于强大舆论压力,

MFOA态度软化,把全国政府会计委员会(NationalCommitteeonGovernmentAccounting)改组为

全国政府会计理事会(NationalCouncilonGovernmentAccounting,NCGA),并增进其成员的广泛

代表性.改组以后的 NCGA的２１名兼职成员主要来自州与地方政府、会计职业界、金融界、联邦政

府和学术界[１３].NCGA重新评估１９６８年的«政府会计、审计与财务报告手册»(GAAFR)在原则上的

不适应性,同时开展了更为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这两项工作取得诸多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基金报

表的基础上汇总成更为浓缩的财务报表,以竭力展现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财务图景,这便逐渐形成

“金字塔”模式.同时,NCGA在区分基金类别的基础上,分别采用了修正权责发生制和权责发生制

基础;按照“需要知道”和“有权知道”的标准识别了更为广泛的使用者,并提出了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

的目标.因此,政府财务报告由基金模式演变成“金字塔”模式,政府会计改革的主导者 MFOA 及

NCGA开始感受到来自市场的力量,不得不在侧重“政府→公民”这层受托责任关系和维护“政府”利
益的同时,逐渐兼顾“政府→债权人”这一受托责任关系对政府财务信息的诉求.而 NCGA身份的不独

立性显然阻碍了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采取权责发生制基础和编制政府层面合并财务报表的进程.

３．“双重”报告模式.“双重”报告模式是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１９９９年颁布的第３４号准

则为州与地方政府所确立的财务报告模式.在该模式下,州与地方政府不但要提供基金财务报表,还
应提供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财务报表.其技术特征表现为:(１)州与地方政府依然按照主要基金编制

和提供报表,且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基础;(２)州与地方政府编制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层面合并

财务报表,包括净资产表和业务活动情况表.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Zimmerman在对“政府→公民”这
一受托责任关系所基于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之后,不但从理论上解释了美国市政会计与财务报告为

何是基金模式,以及在舆论压力之下没有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和编制政府层面合并财务报表的原因;
而且还大胆预测了州与地方政府的基金会计与报告模式将来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即不会转向采用

权责发生制基础以及编制政府层面的合并财务报表[２].然而,“双重”报告模式的出现证明了ZimＧ
merman的预测并不正确.尽管Zimmerman当时的推理逻辑严谨,但他显然忽视了对“政府→债权

人”这一受托责任关系所基于的制度环境的分析.Lüder认为资本市场能否影响政府会计改革取决

于两个前提条件:(１)发行债券需要评级;(２)发行条件,如利率等,取决于评级的结果[９].这意味着债

券评级机构是介于“政府”与“债券投资者”之间一个重要的信息中介,是政府重要的会计信息使用

者[１０].１９８０年,美国最大的债券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称:现金制基础的财务报告无法提供足

够的信息用于债券评级,不采用公认会计准则(GAAP)编制政府财务报告将在债券评级中有负面影

响.标准普尔代表着市场的力量,它的表态无疑将隶属于市政财务官协会(MFOA)的全国政府会计

理事会(NCGA)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NCGA所发布的政府会计规范并没有被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认可为 GAAP.当然,这一表态也为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的建立以及后来新的财

务报告模式的诞生充当了催化剂.GASB于１９８４年成立,隶属于财务会计基金会(FAF),相比于

NCGA,其身份更加独立,不久后 AICPA认可其颁布的准则为 GAAP.最终,GASB颁布的第３４号

准则构建了“双重”报告模式.这一报告模式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并广受好评.笔者认为,这一报告模

式是身份独立的 GASB在面对债券市场压力的情景下,在“政府→公民”和“政府→债权人”之间不同

信息需求上的平衡:基金报表的保留安抚了“政府→公民”这一受托责任关系中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层

面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则满足了“政府→债权人”这一受托责任关系中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诉求.正

如陈立齐、李建发所言,３４号准则反映出了 GASB的中庸之道[４].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双重”报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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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显然会给编制财务报告的州与地方政府增加额外的信息成本,而 GASB在准则实施时不得不小心

翼翼地妥善处理这一问题⑤ .所以,“双重”报告模式是 GASB在“政府→公民”和“政府→债权人”这
两组受托责任关系所衍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做出的有效权衡.
　表１ 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历史演进与动因

基金模式 “金字塔”模式 “双重”报告模式

受托责任 “政府→公民” 以“政府→公民”为主,逐渐兼顾
“政府→债权人”

有效平衡“政府→公民”和“政府→债权
人”

刺激因素 政府信任危机 债务违约危机 债务违约危机的延续

关键组织
商人行业协会等组织;全国市政
联盟(NML)设立的统一会计委
员会(CUAM)

市政财务官协会(MFOA)及其
设立 的 全 国 政 府 会 计 理 事 会
(NCGA)等

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以标准
普尔为代表的债券评级机构;美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AICPA)等

　　总之,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模式的历史演进,如表１所示,是“政府→公民”和“政府→债权人”
两组受托关系所衍生的各利益相关者在政府财务信息问题上不断博弈和权衡的过程,这一演进过程

和结果反映出了美国制度环境的深刻变化.
(二)联邦政府

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ASAB)２００３年发布的第２４号准则为联邦政府确立了以“权责发生

制基础”和“政府层面合并财务报表”为技术特征的财务报告模式.在此之前,财政部通过发布年度现

金流量和余额表作为联邦政府的财务报告[３](P３９).其间,两届胡佛委员会都建议联邦政府采用权责发

生制,１９５６年立法规定使用权责发生制[１３],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该法律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实施.那

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联邦政府财务报告演变进程呢? 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演进过

程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
进步时代结束以后,美国于１９２１年正式通过«预算与会计法案»,该法案的出台终结了联邦机构在

预算管理上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但也为美国联邦政府会计主导权的争夺埋下了隐患.该法案新设了

两个机构:(１)预算局(BOB),即后来的预算管理办公室(OMB);(２)会计总署(GeneralAccounting
Office),即现在的政府受托责任办公室(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GAO).BOB的设立赋予了

总统统一的预算管理权力,GAO的成立则是将联邦会计和审计的权力集于一身⑥ .自此,联邦政府财务

管理有三大核心部门,即财政部、OMB和GAO,这三大部门在“会计”问题上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而这

是导致联邦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改革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首先,财政部和GAO在会计规则制定权上

存在竞争.虽然财政部和GAO在采用权责发生制基础以及编制政府层面合并财务报表上观点一致,但
它们在会计核算权⑦ 以及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归属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在会计规则制定权上,财政部和

GAO存在竞争,并各自采取相应行动.１９７５年安达信研究了美国政府会计的做法之后,发布了首份权

责发生制的联邦政府合并财务报告,这引起时任财政部长的注意,随后他提名设立咨询委员会,委员会

制定了指南,在随后的２０年,财政部每年改进并发布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的样本[１３].在财政部推

动权责发生制基础政府层面合并财务报告的同时,GAO也不甘落后,在«GAO对联邦机构政策和程序

里的第二项指南手册»中指导联邦机构的会计,要求各部门采用权责发生制编制部门层面的合并财务报

告[３](P４１).不仅如此,GAO于１９８６年还与加拿大审计长办公室进行了一项关于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合

作研究.其次,GAO和 OMB在是否引入权责发生制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如果在联邦政府的会计与

财务报告中引入权责发生制,必将触及预算及预算会计.这导致GAO和 OMB在是否应该采用权责发

生制的问题上争执不下.１９８６年,当安达信因联邦赤字增加而主张联邦政府预算也应该实行权责发生

制以支持GAO的观点时,这引起掌管联邦政府预算管理大权的 OMB的强烈反对.总之,«预算与会计

法案»的机构设立与安排大大延迟了联邦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改革的进程.
最终,联邦政府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与政府层面合并财务报表上的争议得以解决,新的政府财务报

告模式得以构建.有四点原因:(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联邦政府的赤字危机促使财政部、GAO、OMB
三大机构搁置争议并展开合作,通过联合财务管理改革计划(JEMIP)共同组建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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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FASAB),专门制定权责发生制基础的会计准则.FASAB成为推动联邦会计与财务报告改革

的“关键组织”,此举化解了它们在“谁拥有会计规则制定权”问题上的争议.(２)在技术层面上,联邦

政府在预算会计(budgetaryaccounting)之外发展了一套独立的权益会计(proprietyaccounting),实
行了“双轨制”模式,前者采用“现金制＋承诺制”基础,后者实行权责发生制基础,这有效解决了GAO
和 OMB在“是否实行权责发生制基础”问题上的分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联邦会计的“双轨

制”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结果.(３)国会通过了«首席财务官法案»(CFOAct),授权任命整个联

邦政府的首席财务官以及各联邦机构的首席财务官,要求各联邦机构编制并发布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这一法案厘定了执行权责发生制基础和编制财务报告的责任人,为权责发生制会计准则的推行奠定

了基础.(４)改革推动者宣称联邦会计和财务报告对于提升公共管理的积极作用,将其和公共管理改

革结合起来,这在联邦政府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大背景下,无疑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同盟[１３].很明

显,以“双轨制”会计系统为基础,以政府层面和机构层面为报告主体的联邦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反映

出了财政部、GAO和 OMB之间数十年的竞争、合作与妥协的结果,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历史演

进同样是一个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三)对比与讨论

通过上文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虽然各自独立发展,但其演进过程和结果

具有相似性:(１)“刺激因素”通常是变革的直接诱因.比如州与地方政府基金模式的出现是由政府信

任危机引发,“金字塔”模式和“双重”报告模式则均源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联邦政府财务报告的改

革则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联邦政府的赤字危机密切相关.(２)“关键组织”的推动是成功的保障.在

州和地方政府层面,统一会计方法委员会(CUAM)在推广基金模式上功不可没,全国政府会计理事

会(NCGA)在夯实基金模式和发展“金字塔”模式上贡献巨大,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是“双
重”报告模式的缔造者;在联邦政府层面,联邦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ASAB)的诞生则成为推动联邦

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变革的关键.(３)最终的财务报告模式拥有共同的技术特征,即采用权责发生制基

础和编制政府层面的财务报告,这颇有殊途同归之感.
然而,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在演进过程上存在实质性的不同,以致具有相同技术特征的财务报

告模式在实施效果上存在差异.在州与地方政府层面,财务报告的每一次演进都是基于“政府→公民”
和“政府→债权人”两组受托责任关系.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的建立代表着一个具有超然独立

身份的准则制定机构的诞生,更意味着一个以GASB为核心主导,以“政府→公民”和“政府→债权人”两
组受托责任关系中的利益相关者为参与者的新的政府会计秩序的确立.而 GASB第３４号准则所确立

的“双重”报告模式,正是这一新的政府会计秩序所产生的技术结果.与之不同的是,联邦政府财务报告

的历史演进更表现为改革主导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以“双轨制”会计系统为基础的政府财务

报告模式,是以FASAB为核心主导,以财政部、GAO、OMB为主要参与者的新政府会计秩序所产生的

技术结果.由于这一政府会计秩序并未实质性地建立在“政府→公民”和“政府→债权人”这两组受托责

任关系基础之上,联邦政府财务资源的提供者———公民和债权人,几乎被排除在这一秩序之外⑧ ,

FASAB沦为在几个核心财务管理部门之间平衡的跷跷板游戏[１４],致使这一政府会计秩序出现了垄断现

象,改革的主导者既是信息的提供者也是信息的使用者,更是信息生成规则的设计者.
由于前述原因,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在如下方面具有差异:(１)在州与地方政府层面,GASB

是政府财务报告的规范者;而在联邦政府层面,FASAB实际起着“咨询”作用,且主要被限制在会计

准则方面,财务报告的模板和格式由 OMB负责设计.(２)在面向使用者方面,GASB将公民、立法与

监督机构以及债权人与投资者确定为州与地方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前两类是基于“政府→公民”
这一受托责任关系,第三类则是基于“政府→债权人”这一受托责任关系;而FASAB将公民、国会、联
邦管理人员与联邦项目经理确定为联邦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前两类是基于“政府→公民”这一受

托责任关系,后两类则是建立在联邦政府内部的受托责任关系之上.(３)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属于

通用目的对外财务报告,而联邦政府财务报告是兼具“对内”和“对外”性质的混合报告.(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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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B身份的中立性以及以其为核心的政府会计秩序的广泛参与性,其确立的“双重”报告模式所要

求提供的报表是建立在真正的信息需求基础之上,因此报表数量适中;由于以FASAB为核心的政府

会计秩序具有垄断性,其所要求编制的报表明显偏多,这显然源于制度设计者和供给者的“政绩”冲
动.上述差异如表２所示.
　表２ 联邦政府和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的对比

州与地方政府 联邦政府

规范机构 GASB FASAB,OMB

使用者 (１)公民;(２)立法与监督机构;(３)债权人与
投资者 (１)公民;(２)国会;(３)联邦管理人员;(４)联邦项目经理

报告性质 通用目的对外报告 兼具“对内”和“对外”混合性质报告

财务报表
政府层面:净资产表和业务活动情况表.基
金层面:政府应当在基金财务报表中单独列
报主要的基金以及较小基金的累计数

政府层面:资产负债表、净成本表、运营与净状况变动表、社
会保险报表.部门层面:资产负债表、净成本表、净状况变动
表、预算资源报表、受托活动报表、社会保险报表

在实施效果方面,Elizabeth和 Plummer(２００７)基于债券市场对 GASB第３４号准则的实施效果

给出了经验证据,结果发现,基于权责发生制的净资产表具有信息相关性,而活动表在评估违约风险

方面没有信息相关性.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层面净资产表和修正权责发生制基础的基金“剩余”信
息为解释违约风险提供了最优的信息[１５].这一研究表明,州与地方政府的“双重”报告模式提供的信

息较好地满足了债券市场的需求,但是,仍然没有系统性的证据表明“公民”使用了州与地方政府的财

务报告[１６],这与Patton的结论一致[５],说明 GASB所建立的新财务报告模式仍然被“公民”所忽视.
这些经验证据表明“双重”报告模式整体实施效果良好,而且基于“政府→债权人”这层受托责任关系

中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所设计的报表的使用效率更高.在联邦政府层面,美国国家选举研究的统

计数据表明,２００８年受访的人当中有７２％认为政府浪费了纳税人的钱,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４年这一数据分

别是４８％和６１％,这也间接说明了２００３年FASAB第２４号准则所确立的政府财务报告模式的实施

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没有提高或维持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１７].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多年

来一直被 GAO 拒绝表示意见[１８],也间接表明联邦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实施效果令人担忧.笔者认

为,上述实施效果差异正是由于演进过程实质的不同而造成的.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文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１)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历史演进与变革并非技术的创新而是

技术的选择和应用,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与地方政府,其财务报告模式的每一次发展变化都深刻反映

了制度环境的变化,在每次演进过程中,政府的信任危机、债务危机、赤字危机等“刺激因素”往往是直接

诱因,而“关键组织”的适时出现和推动则是变革成功的关键.(２)美国州与地方政府财务报告模式的演

进历史,是一个不断权衡“政府→公民”和“政府→债权人”两组受托责任关系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信息诉

求的过程.“双重”报告模式是新的政府会计秩序所输出的技术结果,这一秩序以超然独立的 GASB为

核心主导,以两组受托责任关系中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为基础.因此,该财务报告模式实施效果较

好.(３)美国联邦政府财务报告模式的历史演进则反映了改革主导部门相互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与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形成了以FASAB为核心主导、多方参与的新的政府会计秩序,但却难以掩盖这一

政府会计秩序的垄断性本质,资源提供者———公民和债权人及其代表几乎被排除在这一秩序之外.这

虽然从形式上提高了联邦会计与财务报告的改革效率,但实施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我国已经确立了建立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目标,且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财务报告的历史演进给我们带来几点启示:(１)政府财务报告的技术选择应符

合特定制度环境中的受托责任要求,这决定了政府财务报告变革是一个随制度环境变化而持续优化和

完善的过程,因此,人为主观地按照理想技术标准对财务报告进行改革设计,未必能够奏效.(２)应该建

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会计准则机构,以消除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改革主导权的模糊性,并以此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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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个良性的具有广泛参与者的政府会计秩序.(３)“政府→公民”和“政府→债权人”两组受托责任

关系中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诉求有别,在通用目的的对外财务报告中应妥善进行平衡.(４)债券市场的发

展对建立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具有关键推动作用,因此应鼓励我国债券评级机构在评

级过程中充分使用政府财务报告,并倡导发债的地方政府率先实施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准则.

注释:

①“刺激因素”往往能加速旧的会计秩序土崩瓦解,而“关键组织”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新的会计秩序的诞生,从而推动会计在方法
和规则上的变革.

②比如,公民应该会更关注政府是否按照既定的法律法规、预算或其他合约指定的目的使用财务资源的信息等;债权人应该会更
关注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财务状况和财政可持续性,以判断其还本付息的可能性.

③此时,一些道德人士与商界精英呼吁政府改革,进而抵制腐败;商人们则担心,如果政府不改革,税收负担会进一步加重,且只
能维持官僚系统的简单运转.商人根据自身经验,认为商业会计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腐败和提高效率.

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许多地方政府陷入财务困境,成为诱发州与地方政府第二轮会计改革的刺激因素.在
这轮改革中,市政财务官协会(MFOA)成为推动州与地方政府会计改革的关键组织.

⑤为减小阻力,GASB的做法是按照政府规模和财力分步实施:年收入在１亿美元以上的政府应在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５日起的财政年
度实施;年收入在１０００万美元到１亿美元之间的政府,在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５日起的财政年度实施;年收入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下的政府则
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５日起的财政年度实施.

⑥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该法案明确 GAO独立于行政机构,但并未明确其属于立法机构还是司法机构,学术界普遍认定其为准司
法机构.

⑦二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日渐扩张,GAO显得力不从心,不能审核所有的凭单,GAO把会计核算权交还给各行政机构,
自此 GAO和财政部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会计规则制定权方面的竞争.

⑧FASAB在１９９０年成立之初,委员会成员３名代表主办方,１位为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成员,２名代表联邦机构,３位是公共
成员.虽历经数次修改公共成员有所增加,但重要的是 OMB和 GAO始终有权否决FASAB发布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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